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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刊发三篇论文，作者分别来自广西、河北和云南。马亚辉博士的论文探讨了乾隆朝在２４
年间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指出清代的新疆宗教政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乾隆朝在统一新疆前后的宗教政

策有着很大的不同。程彩萍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其论文是关于明代云南土司辖地犯罪处罚的研究，该选题十

分新颖，史学界鲜有研究，为不可多得之佳作。李培生的文章是关于明初国家疆域观及其在云南实践的研究，

该文理论性较强，结合史料，运用许多史学和民族学的概念对明初的国家疆域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析。

论清朝统一新疆前乾隆朝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

马亚辉１，王巧娟２

（１．百色学院 民族研究中心，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２．百色学院 图书馆，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

摘要：清朝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在２６０余年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至乾隆二十四

年（１７５９年）间的宗教政策也与其他时段有些许不同。乾隆朝在２４年间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涉及两种，一

是藏传佛教政策，主要出于保护西藏而遏制准噶尔势力的目的而制定的，因此乾隆朝对准噶尔藏传佛教的

政策是扶持与遏制并行；二是伊斯兰教政策，主要是由于清朝政府与准噶尔维吾尔人接触很少，因此乾隆朝

对准噶尔伊斯兰教以怀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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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朝建立至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共９０余年时
间，西域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成为政府的心病。清高

宗继位后，对宗教的态度与清世宗迥然不同，清世宗

以佛祖自居，统御天下宗教，而清高宗非常反对宗教

人士与政府官员往来过密，并在西北实施了一些不

同于前朝的宗教政策。乾隆朝统一新疆前，其对准



噶尔的宗教政策在雍正朝的基础上既有承袭又有发

展，承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继续在藏

传教传播地区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这项政策一

直延续至清朝结束，在《清会典》中多有记载；其次，

继续对西北信仰宗教的民族势力施以武力威慑。宗

教政策的发展便是本文讨论的内容。因笔者已经撰

文论述过清朝在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以前实施的西
北地区的宗教政策，①本文则重点放在乾隆朝元年

（１７３６年）至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的这一时段。

一、扶持与遏制：乾隆朝对准噶尔藏传佛教的政策

涉及清代准噶尔藏传佛教的研究是比较多的。

如张羽新的《乾隆与喇嘛教》②一文，从宏观角度探讨

了所有藏传佛教传播地域的政策，但并非有关准噶尔

藏传佛教的专门研究，且乾隆朝对准噶尔的藏传佛教

政策在清朝统一新疆前后也有所不同，而该文未进行

前后分期研究；再如陈国干的《清代对蒙古的喇嘛教

政策》③、徐晓光的《清朝政府对喇嘛教立法初探》④、

张斌罛的《浅谈乾隆对喇嘛教的尊崇》⑤、星全成的

《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在蒙藏地区的实践》⑥等，

多是有关蒙藏地区藏传佛教的研究，而对乾隆时期准

噶尔的藏传佛教提及甚少；再如李振洲的硕士论文

《清代藏传佛教在准噶尔部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⑦，

虽然涉及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但重点是研究清代藏

传佛教在准噶尔部的传播及其影响，同样不是乾隆朝

对准噶尔藏传佛教政策的专论。本文在学界前贤的

研究基础上对该问题试作进一步探讨。

早在后金时期，皇太极对藏传佛教的政策便是

遏制与扶持并行，一方面尊崇藏传佛教，以收众蒙古

之心，对众蒙古笼络控制；另一方面遏制藏传佛教，

以免藏传佛教信徒过多，导致国运衰微。［１－２］清朝前

期的帝王基本上皆是如此，只是表现形式与程度有

所不同。乾隆朝在重新统一新疆之前，对藏传佛教

的政策同样是遏制与扶持并行。

清高宗对待宗教的态度与清世宗大为相异，其继

位之初便开始整饬佛道两教，一是惩治佛道中的不法

之徒，二是禁止擅自增建寺观神祠，三是在全国实行

僧道颁发度牒制度，包括西北藏传佛教地区，有削弱

西北藏传佛教势力的意图。此时西域大部分地区尚

为准噶尔地方政权控制，乾隆朝只能在藏传佛教流行

且直辖的蒙古地区推行度牒制度。由于乾隆朝无法

对准噶尔直接施治，因此只能以“天下一家”的理念

来遥控西域，而扶持藏传佛教则是当时最为有效的羁

縻手段。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

清高宗便在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凌的圣谕中指出：

“朕继承大统，继述皇考世宗宪皇帝之志，无分中外，

一视同仁，以振兴黄教，赡养众生为务。”⑧这段话奠定

了乾隆朝扶持准噶尔藏传佛教的基调。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对准噶尔藏传佛教的扶

持并非是奉行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出于维护西藏安

全，并遥控准噶尔的目的。当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

地区无法实施完全的直接治理时，柔远抚绥则不失

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对政教合一的准噶尔地方

政权而言，乾隆朝主动宣告天下，扶持准噶尔的藏传

佛教，实为一种羁縻手段，因此，为保西藏安全和经

略西域，乾隆朝还通过遏制准噶尔的藏传佛教来遏

制准噶尔地方政权。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奏

请前“往藏熬茶，实为敬信喇嘛之故”，⑨因携带物品

较多，需３００人运送，清高宗为表示支持，加恩允准，

但又担心准噶尔借机刺探清朝情报，于是调派官兵

６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见马亚辉：《论顺治时期西北边疆的宗教政策》，昆明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４５－５０页；马亚辉：《治边视阈下
康熙朝西北藏传佛教政策的嬗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５７－６３页；马亚辉：《论
雍正朝的西北宗教政策》，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２１－２６页。

见张羽新的《乾隆与喇嘛教》，西藏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５２－６４页。
见陈国干的《清代对蒙古的喇嘛教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２年第１期：第８７－９２页。
见徐晓光、周健的《清朝政府对喇嘛教立法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５５－５９页。
见张斌罛的《浅谈乾隆对喇嘛教的尊崇》，文物春秋，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第３４－３６页。
见星全成的《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在蒙藏地区的实践》，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７５－８０页。
见李振洲的《清代藏传佛教在准噶尔部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清高宗实录》卷１２（乾隆元年二月上）。
《清高宗实录》卷１１０（乾隆五年二月上）。



沿途护送，监控其行走路线。此次赴藏熬茶的准噶

尔喇嘛有多约特禅机、斋桑齐默特、巴雅斯呼朗等

人，①但齐默特等人“既至东科尔，惟以贸易为事，迁

延数月，并不进藏，遽欲还部”，②可见，清高宗对准

噶尔的不信任是有充分理由的，准噶尔喇嘛赴藏熬

茶只不过是个幌子，真实目的应当是探听情报，为准

噶尔进军西藏做准备。清高宗明知其意，却不点破，

反而表现得宽宏大量，当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再

次奏请入藏熬茶时，清高宗依然开恩允行，但为防止

准噶尔有所不轨，命大臣派兵沿途护送。此种行为

清晰地反映出乾隆朝对准噶尔施行的是扶持与遏制

并行的宗教政策，为保障准噶尔此次进藏的熬茶经

费充足，清高宗又“拨河东盐课银二十万两解往甘

肃，为准噶尔夷使进藏熬茶等项之用”。③

相对而言，乾隆朝对准噶尔藏传佛教的遏制要

大于扶持力度。清高宗拟将不可信任的准噶尔喇嘛

带至京师寺庙安置，以防准噶尔图谋西藏。曾有准

噶尔进藏熬茶的使者吹纳木喀欲将先前策妄阿喇布

坦的喇嘛罗卜藏丹怎带回准噶尔，但凉州将军乌赫

图却奏请应将其照喇嘛噶津林沁之例，留于罗伦布

庙居住，交郡王颇罗鼐善为防范。清高宗云：“罗卜

藏丹怎系在准噶尔久居之人，不可深信。若令在藏

居住，恐有私行送信之事，着索拜将罗卜藏丹怎及从

前回藏之噶津林沁等，俱送至京师寺庙安置。”④然

而，在将罗卜藏丹怎等人解送京师途中，至察木多所

属之郭郊地方，喇嘛罗卜藏丹怎带伊仆役萨木都卜、

达什等骑马逃亡，令清高宗十分生气，一面命将把总

马雄拿送京师，从重治罪，索拜亦交部严行察议，一

面谕令各地，对罗卜藏丹怎严行抓捕。不久罗卜藏

丹怎便在青海被拿获。

清朝政府对准噶尔始终持有不信任的态度，隔绝

西藏与准噶尔之间的宗教往来，这有可能使准噶尔的

藏传佛教势渐衰微。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准噶尔台
吉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臣哈柳奏请在准噶尔振兴黄教，

但先前从西藏请来的喇嘛，大半亡故，存者年皆衰迈，

准噶尔派人到藏熬茶，欲邀请喇嘛，颇罗鼐未曾派发

喇嘛至准噶尔，因此奏请清高宗从西藏拣选精通经咒

者派至准噶尔兴扬佛教。清高宗对准噶尔此举给予

了赞赏，言噶尔丹策零，为尊佛法，立法性教，欲请藏

内喇嘛，实属善事，但清高宗鉴于西藏与准噶尔的之

间复杂关系，并未因其词意诚笃而同意拣派西藏喇嘛

至准噶尔。从西藏方面来看，准噶尔入藏熬茶，曾经

“邀请喇嘛，颇罗鼐未曾给发”。颇罗鼐实际是怕准

噶尔以熬茶为名探听情报，以图日后进兵西藏。为防

准噶尔向奏请清朝皇帝派遣喇嘛，在准噶尔熬茶使臣

回去后，颇罗鼐立即遣使向清高宗解释原因：一是准

噶尔来使欲请喇嘛，颇罗鼐未奉清朝皇帝谕旨，未曾

给发。二是从前准噶尔扰乱藏地，拆毁寺庙，有侵害

土伯特之仇，是以喇嘛俱不愿前往。从准噶尔方面来

看，准噶尔在入藏熬茶时，认为“颇罗鼐办给诸物，不

甚妥协，想因尚念拉藏汗之仇”，现又不选派喇嘛到准

噶尔宣布黄教，因此遣使，欲借清朝之力来命西藏选

派喇嘛至准噶尔传教。清朝政府本来就不愿西藏喇

嘛到准噶尔传教，一直对西北藏传佛教实行分而治之

的政策，并颁发度牒以减少喇嘛数量，于是正好顺水

推舟：“喇嘛皆佛门弟子，伊等不愿前去，朕岂可迫遣，

此事不便降旨，理应停止。”⑤为避免准噶尔一怒之下

攻伐西藏，清高宗传谕驻藏副都统傅清，令其密饬颇

罗鼐，务使留心，早做防备，详慎办理。之后清高宗又

谆谆劝导准噶尔，“尔等地方亦有喇嘛，岂无一善于经

咒者！且敬佛广教，只在于心，亦不必专凭经咒，何必

求诸他人”。⑥ 清朝对准噶尔始终持有不信任的态

度，“准噶尔素性嗜利，现在赴藏熬茶，不惜重费，终未

给与喇嘛，或萌觊觎西藏之意”，⑦于是在西藏边境严

加戒备。

准噶尔行事乖戾，令人不可理喻，这也对乾隆朝

遏制准噶尔藏传佛教的发展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

用。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九月，噶尔丹策零病故，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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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袭位，继续在准噶尔宣扬黄教，奏

请遣使入藏熬茶，清高宗给予允许。但在乾隆十三

年（１７４８年），准噶尔突然奏请将年老喇嘛送归西
藏。① 喇嘛年事已高，更加熟悉经典，在准噶尔大力

宣扬黄教之时，因何将熟悉经典的年高喇嘛送归西

藏，令清高宗大为不解，准噶尔之请被拒绝便是意料

之中。因“准噶尔人狡诈难信”，若听其时常往来藏

地，日久必生事端，清高宗规定，嗣后准噶尔人若非

进藏熬茶，其他事情“奏请入藏者，应令严行拒绝，

断不准行”。②

乾隆朝对准噶尔宣扬黄教的行为是非常支持

的，但为保西藏安全，限制准噶尔与西藏的宗教往

来，避免发生战争，乾隆朝可谓是费尽心力。清高宗

本着“可行之事，断无不允行。不可行者，虽恳求亦

不许”的原则，来决定准噶尔所请求之事的可否。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准噶尔 “又奏请每年差二三
十人，在唐古忒地方行走”，清高宗认为“是以断不

可行之事来奏也”。从表面看，清高宗的拒绝理由

是准噶尔“无故每年令二三十人前往，不惟事有不

可，即照尔所请，日后又必言人少，请多增人数矣，将

每年必派官兵照看尔往来之人，可乎？”但实际上，

清高宗更担心准噶尔以此为借口，探听西藏情报，再

次引发准噶尔与西藏的军事冲突，而且准噶尔此前

至西藏熬茶时，西藏对准噶尔早已深有戒备，藏内郡

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曾经奏请停止入藏熬茶，清高

宗未准。准噶尔又曾多次向清高宗奏请延请西藏喇

嘛，而西藏喇嘛并不愿前往准噶尔，延请西藏喇嘛一

事自然再次被清高宗拒绝。③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准噶尔又奏曰：“所有唐
古忒喇嘛，已多亡故。”于是“恳每次差数十人，往唐古

忒二博克达四大庙黄教各庙请安”，以广西域黄教。

清高宗“诚恐黄教日泯，朕方欲广演黄教，岂肯令尔地

之教，日就澌灭”，详虑再三，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即

在准噶尔实行定期选送年轻喇嘛到内地的喇嘛庙学

习的制度。内地大庙也有呼图克图，皆为来自西藏的

有德行喇嘛及各处有学问的喇嘛住持其中，清高宗命

准噶尔将喇嘛内聪颖者，挑选十名或二十名送至京

师，在内地大庙勤学三四年，令其回去，即可助行黄

教。但此学经喇嘛须择年少之人，学成时可以行教三

四十年，自后不得每年差来，必俟人数将完，方准再行

挑送学习。清高宗云：“此特恐尔处黄教渐废，是以多

方为尔筹划，非必欲尔处喇嘛赴京也。尔若不愿送喇

嘛来学，即可中止。如复以差人至藏为请，则断不许。

尔惟当感戴朕恩，永图承受，勿妄生他念。勉之。”④清

高宗实行定期选送准噶尔年轻喇嘛到京城藏庙学习

的制度，是一项比较完备的措施，既避免了准噶尔与

西藏的直接接触与矛盾冲突，防止准噶尔探听情报，

又不至使准噶尔的黄教趋于衰落，但准噶尔却以其处

喇嘛“未曾出痘，不能赴京学习”为由，拒绝了清高宗

的建议，却仍坚持前面所请，“恳将精通经典喇嘛，准

请四五人”，到准噶尔教习，清高宗认为“学习文艺，有

就学，无往教。尔处既称无可赴京之喇嘛，应即行停

止”，准噶尔使臣额尔钦又继续口头恳求：“自藏延请

四五喇嘛，教习数年，再令回籍。”为避免准噶尔黄教

衰落，清高宗最终准许其所请，“令高等喇嘛前往教

诲”，同时告诫准噶尔，“毋得藉称命往之喇嘛平常，捏

词再来渎奏”，并命准噶尔使臣回去把清高宗之意宣示

明白，严禁准噶尔再次遣使延请西藏喇嘛，不得再行各

种伎俩，待准噶尔抒诚具奏之后，再令喇嘛前往。⑤

清高宗不忍令准噶尔黄教灭绝，故特许于西藏拣

选有德行，精于经咒，可以推衍黄教之喇嘛十人，送至

京师，俟准噶尔再次遣使，便令所选喇嘛一起前往。

准噶尔闻命之下，再次遣使至京，不是遵从清高宗之

意带领拣选的喇嘛回到西域传教，而是恳求于呼图克

图三人内，恭请一人至准噶尔推演黄教，此举自然再

次遭到清高宗的拒绝。一则呼图克图三人皆为有德

行喇嘛，俱有教习学艺之事，二则为避免不同地区的

喇嘛教结为一体，清高宗绝不同意派遣呼图克图前往

准噶尔，并指斥准噶尔“以断不可遣往之呼图克图为

请，是尔并非真心推衍黄教可知”。西藏选来之喇嘛，

准噶尔来使也已会面，却以未接到准噶尔台吉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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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卷３１３（乾隆十三年四月下）。
《清高宗实录》卷３１４（乾隆十三年五月上）。
《清高宗实录》卷３５６（乾隆十五年正月戊午）。
《清高宗实录》卷３５６（乾隆十五年正月上）。
《清高宗实录》卷３８３（乾隆十六年二月下）。



令，不敢延请为由给予拒绝。乾隆朝自去年即挑选藏

内喇嘛至京，以等待准噶尔之延请。今准噶尔使臣既

至，又拒绝带喇嘛前往西域，清高宗曰：“是尔原无请

喇嘛之意，今并此喇嘛十人，亦不遣往矣”。① 清高宗

经过此事，对准噶尔延请喇嘛宣扬黄教的虚假意图更

是揭露无余。清高宗推测“喇嘛达尔扎并非为推衍黄

教，其意以为不准延请呼图克图，或准其遣人至藏

耳”。由于准噶尔所奏之事俱未准行，清高宗一方面

唯恐准噶尔继续向西藏遣使延请喇嘛，便预先派人将

此中情由告知达赖喇嘛；另一方面又唯恐准噶尔“借

端图谋藏地，妄生事端”，便在准噶尔通藏道路上置兵

设卡，提前防范，并对达赖喇嘛移住泰宁一事，严加保

密，不得稍有泄漏。②

乾隆朝甚至曾通过西藏郡王颇罗鼐的现身说法

来劝导准噶尔服从清朝的治理。西藏郡王颇罗鼐对

准噶尔来使第巴喇嘛、吹纳木喀等人说：“我土伯特

虽为黄教藏地，前此初无如此蕃盛，唐古忒人亦从无

此安乐。后因大皇帝广阐黄教，休养众生，是以自五

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至我颇罗鼐，悉予印授

封，迭荷隆恩，有加无巳，人物愈加庶富。”因此，颇

罗鼐命准噶尔来使转告噶尔丹策零：“闻尔台吉素

奉黄教，自今以后，惟有恭敬释迦佛，常如临之在上，

虔心供奉，事大皇帝恭谨弥笃，一切悉遵谕旨训诲，

必得厚福。”③清朝此举有通过和平手段统一西域之

意，但西北问题迁延年代过久，已无可能。

为防止准噶尔的军队装备火药，乾隆朝还严禁喇

嘛携带硝黄等违禁物品。硝黄为乾隆朝边关严禁之

物，准噶尔境内不产硝黄，每令内地往来之番夷喇嘛，

私偷夹带，出重价购买。清高宗命各督抚提镇，时刻

留心，实力搜查，严禁喇嘛等人携带硝黄至准噶尔。④

同前朝相比，乾隆朝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更加

趋于主动。顺康雍三朝的宗教政策固然也有主动成

分，但更多的受被动因素影响，从带有“抚绥”意味

的宗教政策可知。乾隆朝前期对准噶尔宗教政策的

“抚绥”性质依然存在，但已大为减轻。原因如下：

乾隆前期清朝对西藏、青海、喀尔喀蒙古等地的控制

已经比较牢固，通过军事、政治等手段与分而治之的

宗教政策将不同地区的藏传佛教分开治理，从而使

准噶尔的藏传佛教势力陷于孤立。清高宗继位后，

通过颁发度牒的方式来削弱喀尔喀蒙古等地的藏传

佛教，为防止准噶尔图谋西藏，又严格限制准噶尔黄

教与西藏等地黄教的交流往来。在经历近百年的清

朝与准噶尔的较量后，清朝渐占上风，掌握了解决西

北问题的主动权，其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相对前朝

而言也就显得较为强势。

二、怀柔远人：乾隆朝对准噶尔伊斯兰教的政策

有关清代伊斯兰教的研究是非常多的。如陈国

光的《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的政策》⑤，徐干的《论

清代新疆的伊斯兰教政策》⑥，杜晓鹏、杨建宏的《略

论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政策》⑦等，以上文章皆是研究

乾隆朝统一新疆之后的伊斯兰教政策，而之前的伊斯

兰教政策并未涉及。宗教政策的范围是很广的，但凡

涉及到宗教信徒的政策皆可归结为宗教政策，由于新

疆的维吾尔人全民为伊斯兰教信徒，因此针对维吾尔

人的一些经济政策也可认为是宗教政策。实际上，在

乾隆朝统一新疆之前，清朝也有一些对准噶尔伊斯兰

教的政策，只是资料较少，表现零散而已。

乾隆朝对准噶尔伊斯兰教的政策是雍正朝宗教

政策的承续。清朝在将西域纳入其版图之前，对维

吾尔人的习俗并不了解，以为与内地回民相差无异，

因而对准噶尔维吾尔人的问题总是以内地的方式解

决。雍正年间，诸多维吾尔人由西域哈密内迁肃州，

清世宗给予抚绥安插，“并借仓粮一千二百余石，以

作耔种”。未曾想，一年收获之粮，只敷日常食用，

不能够还清种粮，多年如是。清高宗云：“内地民间

旧欠既已豁免，回民亦应一体加恩，着将七八两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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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卷４６０（乾隆十七年正月上）。
《清高宗实录》卷４７０（乾隆十七年正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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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徐干的《论清代新疆的伊斯兰教政策》，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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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小麦一年二百九十九石二斗，悉行宽免。”并令相

关部门实力奉行，毋使胥吏中饱，让维吾尔人均沾实

惠。① 雍乾二帝对内迁维吾尔人的政策与对内地汉

人、回人的政策是一体无异，一视同仁。由于不了解

维吾尔人的生产、生活习俗，致使这部分内迁的维吾

尔人生活拮据。

乾隆朝关心准噶尔维吾尔人的民生，施予各种经

济优惠政策。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５０年）前，有喀什噶
尔维吾尔人到西宁贸易，共有百十余人，因五十四年

大兵驻扎阻住，不能各回本处，俱留居内地。数十年

来，除病故、并往西藏贸易未回外，现在尚有三十人，

这些维吾尔人有的流离失所，甚至沿途求乞者，鄂弥

达奏请清高宗“每人给土房二间，耕具一副，并籽种口

粮”，②以解决生活之需。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年），哈密
蔡湖回屯田地因渠水缺乏，遭受旱灾，其原借籽种粮

食，缓至来年秋收后征收，但维吾尔人遭受旱灾之后，

生活艰难，为保证维吾尔人能够糊口度日，黄廷桂奏

请“于哈密仓贮粮内，赏借口粮米麦二千五百石，交贝

子玉素富，择回民中之乏食者，分散借给，以资秋冬糊

口。此项借给口粮，同本年原借出陈易新粮食，统俟

己巳年秋后，分作二年带征”。③ 哈密赛巴什达里雅

屯田，给令该处维吾尔人耕种，所收谷石，以四分交

官，六分给与维吾尔人。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清高
宗闻知哈密维吾尔人生计稍艰，着加恩将每年耕种所

获谷石，不必交官，全行赏给。④

可以看出，乾隆朝前期沿袭了雍正朝对伊斯兰

教的经济政策，［３］即对准噶尔与内地的伊斯兰教信

徒“一视同仁、一体无异”，皆为皇帝之赤子，在生

活、经济、政治等领域给予相同的政策待遇，这使得

雍乾两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与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差

别较大，虽然也有对伊斯兰教的抚绥之意，但并未有

成见，只是这种“一视同仁”的政策并不符合维吾尔

人独特的生活习俗，以致不能取得良好效果。乾隆

朝重新统一新疆后，清朝开始与西域的伊斯兰教发

生直接碰触，大小和卓叛乱以及此后绵延不绝的其

他伊斯兰信徒的各种起事才开始加深清朝政府对西

域伊斯兰教的进一步认知。

三、余论

乾隆朝在２４年间对准噶尔的宗教政策涉及两种
宗教，一是藏传佛教，主要出于保护西藏而遏制准噶

尔势力的目的而制定的，因此，乾隆朝对准噶尔藏传

佛教的政策是扶持与遏制并行；二是伊斯兰教，主要

是由于清朝政府与准噶尔维吾尔人接触很少，了解不

多，以为与内地回人无异，因此，乾隆朝对准噶尔伊斯

兰教以怀柔为主。在乾隆朝统一新疆之后，清朝政府

对这两种宗教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实施了一系

列针对其他宗教的政策，笔者拟另行撰文论述。

乾隆朝统一新疆前后的宗教政策是不同的，这

在当今许多学者的论著中未曾提及，更谈不上深入

研究。究其原因，可能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史学研究思维定势的影响。目前，史学界许多研

究全国民族宗教政策论文多为长时段的宏观研究，

不但重北轻南，且表现为静态史观，即认为民族宗教

政策不是因时、因事而变，而是在长达二三百年的时

间中固定不变的。如清朝在新疆政教分离政策的执

行情况：在统一新疆之前的１００多年间，清朝在西域
根本不可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而统一新疆之后的

１００多年间，虽然有政教分离政策，现实中受到宗教
势力的各种阻挠，很难彻底执行，直至民国时期，新

疆的政教分离政策依然前途坎坷。而在一些学者的

论著中，只是简单地看到“政教分离政策”这样的字

眼，实际上掩盖了政教分离政策在上百年间的缓慢

而艰难地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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